
跨界发展：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到
亚洲生产网络的边界扩展＊

杨怡爽

内容提要：“２１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需 要 构 建 一 个 能 够 为 所 有 参 与 国 接

纳的具有崭新内容和含义 的 框 架。历 史 上 的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跨 越 了 文 化 所 划 分

的边界，亚洲生产网络跨越 了 企 业 与 国 界 的 边 界，为 经 济 增 长 提 供 了 更 加 宽

阔的市场和发展机遇。现代的 东 亚 国 家 依 靠 亚 洲 生 产 网 络 实 现 了 经 济 上 的 复

兴，然而许多海上丝绸 之 路 沿 线 地 区 和 国 家 依 然 处 于 世 界 经 济 的 边 缘 地 带，

面临嵌合到全球价值链和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寻找自身地位的困境。与此同时，

亚洲生产网络受困于自身 发 展 创 造 出 来 的 新 边 界，需 要 拓 展 边 界 的 机 遇 和 新

推动力。因此，以２１世纪海上 丝 绸 之 路 为 亚 洲 生 产 网 络 的 拓 展 提 供 推 动 力，

以亚洲生产网络的边界扩展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空间和实体依

托，创造跨界发展新契机，就是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够为沿线国家提供的

共容利益，也是能够为参与者接受的承诺与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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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深化区域合作、促进亚太繁荣的重要构想，“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面临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新挑战，其中，首要的挑战是对其性质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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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进行准确的定位。这不仅关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应当以何种原则来建

设区域合作机制，也关乎中国应如何在国际上推出这个倡议，以得到更加广

泛和实质性的支持。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必然要赋以新的形式，注入新的

内容，才能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承诺与愿景为相关国家所相信和接受”，① 换

句话说，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构建一个能够为所有参与国接纳的框架。

目前，国内围绕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展开的学术探讨主要集中于以下

三个方面：第一，对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整体战略分析，探讨其意义、

合作机制、可行路径与外交策略，寻求构建 “命运共同体”的路径等。② 第

二，探讨国内各相关省市和地区如何将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与当地政

策对接，特别是如何将其整合到现有的区域发展规划之中。③ 第三，评估目

前各国对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回应，分析预测各国的外交决策选择，

探讨中国的相应对策。④ 在上述研究中，学者们对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定位也各有特色。有学者从国际政治角度出发，认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是解决中国周边环境困局的突破口，⑤ 其核心在于建立起一套对周边国家有

吸引力的价值体系；⑥ 有学者从国际经济合作的角度出发，认为建设２１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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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建立国际经济合作新机制，从而化解外部压力，突破发

达国家市场屏障，建立更加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① 有学者则从中国

经济发展的角度，指出 “一带 一 路”是 中 国 经 济 新 的 增 长 点，是 “走 出 去”

战略的细化，是实现中国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对策。② 综观这些观点，大

多数学者对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定位，主要基于其对于中国的海洋通道

价值和周边战略价值，尽管学界也普遍认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促进区

域合作和区域经贸发展方面的作用，但应当如何理解这一作用，目前并无定

论与共识。

笔者认为，既然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宗旨和基本目标是实现共

同发展、共同繁荣，打造 “命 运 共 同 体”，那 么，其 核 心 价 值 应 当 是 一 项 跨

越边界的多元合作机制。然而，作为一项机制，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必须依托

于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一个把要素流动、贸易与投资结合于一体

的生产网络，在跨度极大的广袤地理范围内，何以构建海上丝绸之路所必需

的空间依存关系？鉴于此，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与另一个跨越边界的经

济机制———亚洲生产网络———彼此借力，彼此拓展。

一、海上丝绸之路与亚洲生产网络

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专业化分 工 的 深 化 是 贸 易 与 生 产 增 长 的 根 源。然 而，

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贸易与市场的扩展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单

位之间都会遇到跨边界阻力。边界是划分不同政治实体及其管辖地域的政治

或地理界线，由此产生所谓的 “边界效应”。③ 边界效应在国际经济中表现得

尤为明显，其实质上就是市场分割效应，这种分割无论是基于贸易保护、内

部偏好，还是政策、货币、文化或语言上的差异，都增加了交易成本，减少

了跨界经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人类社会为了谋求经济繁荣，长期以

来一直都在探索跨界发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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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海上 丝 绸 之 路 就 是 沿 线 国 家 与 文 明 对 “跨 界”的 一 次 伟 大 尝

试。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固定的有形道路，也不能简单地将其概括为一

条航线，有学者甚至认为，应当扩大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将其视作 “从中

国沿海港口出发，与世界各国建立的海上贸易通道”，“实质上是指中国对外

贸易关系网络，反映中国与全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① 笔者认为，可以将海

上丝绸之路定义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跨越三大洲、涵盖了从东亚到印度

洋的跨文化贸易网络。相比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 “跨界”的性质更

强，延续时间更长，体量更加巨大，其 “繁荣程度及其历史影响大大超过了

陆上丝绸之路”。② 陆上丝绸之路的货品限于高价、少量、轻便易携带的奢侈

品，在唐中期之后便由于沿线政治格局变动、风险增加而衰落；海上丝绸之

路繁荣自隋唐，到１５世纪时，交易的产品已经包含原料、大 米、小 麦、糖

和盐等大宗商品。伴随这种变化而来的是贸易额的巨幅增长，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各个贸易中心国内市场 和 产 品 供 应 链 的 扩 展，以 及 布 罗 代 尔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所称的 “经济世界”③ 在中国到欧洲之间的印度洋地区成型。

文化的不同和运输的难度构成了历史上跨国贸易的最大阻碍，而海上丝

绸之路之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这种阻碍，是因为它具有如

下几个显著的、与其他贸易地带和贸易网络不同的性质：

第一，多元性与开放性。相比在地中海和北欧形成的贸易网络，海上丝

绸之路的一大特征是其地理范畴并不是一个共同文化地带，而是一个由复杂

的、多文化的贸易离散社群构成的贸易网络，是一个跨文化、多民族、多信

仰的世界，但是 “只要人们按照其中的未成文规定行事，就没有任何的准入

门槛限制”。④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也并未造成文化的单方面同化，而是不同

文明的共存、融合与发展。

第二，分散化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贸易网络通常是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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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庇护下进行 的，因 为 市 场 扩 张 和 经 济 发 展 需 要 有 效 的 国 家 管 理。① 然 而，

一旦这种保护土崩瓦解，贸易路线就会遭遇安全危机；强势的政权也经常会

试图控制和垄断贸易路线，或者勒索来往商人以获取高额关税。正是有限的

运输能力、政治风险和高额的通行费用阻碍了陆上贸易网络的进一步扩展。

但海上丝绸之路的特征就在于没有顶层组织和统一的制度安排，各国政府极

少或几乎不动用权力强行参与贸易惯例的制定和航线管理。尽管中国在明朝

中期之后曾经限制过海上贸易活动，但直到西方殖民者进入印度洋为止，从

未有任何一个国家认真地试图控制这一贸易体系。分权性质使得海上丝绸之

路不容易受到政局变动或沿线港口国家内政的影响，这是其得以持续运行的

基础。

第三，陆海一体的贸易体系。海上丝绸之路是以沿岸的港口城市作为关

键单位的，但这些城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依附于其国内的经济中心和生产

网络。如前所述，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是与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三大核

心地区的国内市场的扩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分不开的。因此，作为一个贸易体

系，海上丝绸之路的脉络远远延伸至内陆，并不仅仅只是一张 “海上的”贸

易网。

第四，层级结构。海上丝绸之路构成了一个等级分层、井然有序的国际

贸易体系，其中欧洲、中国和印度是核心地区，有最大的国内市场并且出口

产品；第二层次地区不生产和出口产品，但经济规模巨大，东南亚地区就属

于此类；第三层次地区经济上缺少多样性，主要为较大型的市场提供原料产

品。沿着这条航线，各地的产品 “互相补充、互相吸引、互相调剂”，② 带来

了经济繁荣，也极大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与物质的交流和交换。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创造 的 跨 文 化 贸 易，带 来 的 不 仅 是 物 质 的 交 流，

更是技术与思想的传播，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整个人类世界的文明发

展。它之所以能够改变１５世纪 以 后 世 界 的 面 貌，是 因 为 其 以 多 样 性、开 放

性和分散性，突破了文化与民族的边界，建立起了一个真正具备世界性的跨

文化贸易网络。

始于近代的欧洲 “海上革命”，导 致 了 以 欧 洲 为 中 心 的 经 济 世 界 向 亚 洲

扩展，葡萄牙、西 班 牙、荷 兰、英 国 和 法 国 等 西 方 国 家 开 始 大 举 进 入 印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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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它们竭尽所能地利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个现成的贸易网络。然而，尽管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世界性的海上贸易活动使得东西航道大开，但此时航线已

经被霸权垄断，丧失了开放性、分权性和多元性特征，同时，沿线国家和地

区被纳入殖民经济体系之中，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变为殖民国家在这一地区控

制海上贸易的工具，① 原来居于海上丝绸之路中心的那些地区被变成了欧洲

经济中心的依附经济体和边缘地带，而海上丝绸之路也日渐式微。与此同

时，整个世界的生产体系和经济地理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主要的经济板块集

中到了北美和西欧，所有的制度创新和技术研发活动几乎也都集中在这个地

区，而原先曾居于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心的那些地区，则依然是世界经济版

图的边缘地区和第二、三层次区域。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只是在最

近的几十年中，随着东亚生产网络的建立与发展，原本位于边缘地带的东亚

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才得以深深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重新进入世界经济

的重心。

亚洲生产网络是三大国际生产网络之一。国际生产网络 （ＩＰＮ）是一种

介于国际市场和跨国公司之间、以关系契约为治理基础的组织形式，是指跨

国公司将产品价值链分割为若干个独立的模块，每个模块都被配置于全球范

围内能够以最低成本完成生产的国家和地区，进而形成的多个国家参与产品

价值链的不同阶段的国际分工体系。传统上，距离和市场分割会成为国际经

济活动的地理空间布局的约束，但国际生产网络利用了不同区位的比较优

势，把空间看作提高经济效率的因素之一。目前，全球主要形成了三大区域

性国际生产网络，分别为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北美生产网络、欧盟主要国家

为中心的欧洲生产网络以及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亚洲生产网络。亚洲生产网

络的形成及发展的原动力是作为 “核心企业”的跨国公司为降低要素和交易

成本、追求规模经济，在亚洲相关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行为。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中期，亚洲生产网络首先扩展到东南亚国家，并得到快速发展，其核心经济

体主要为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自２０世纪末开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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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从沿海地区开始，凭借着与韩国和台湾地区之间的紧密生产联系，进入

了东亚生产网络，经过十多年的迅猛发展，逐渐成为东亚生产区域最重要的

核心国 家。分 散 化 生 产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和 垂 直 专 业 化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特点，使亚洲相关国家和地区参与同一生产链条的不同环

节，将各个经济体紧密嵌入生产网络之中，① 并高度融入全球国际分工体系，

构成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

若以企业来界定，国际生产 网 络 也 同 样 可 被 称 为 “跨 界 生 产 网 络”；而

在 “跨越边界”方面，亚洲生产 网 络 同 样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边 界 更 加 开 放、

距离和通讯上的束缚实质上的消除、中国和其他亚洲之外的国家作为制造业

中心的崛起，这些因素对于企业内部制造的定位和企业的边界都有着深远影

响。２０１２年，亚洲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货物出口 贸 易 的 比 重 为７８．３％，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６４．１％；而其工业制成品进口额占货物进口贸易的比重为

５８．４％，低于全球平均水平。② ２０１３年，中国占亚洲零部件贸易总额的比重

为３４．６９％，日本为１４．８１％，东盟为２０．８３％。③ 这一生产网络使得国际分

工与国际贸易紧密结合，造就了生产分割和中间产品贸易的蓬勃发展，国界

的差别在贸易与生产中越来越模糊。

学者们认为，亚洲生产网络之所以意义重大，在于它重塑了亚洲经济体

之间的分工结构，使区域内各经济体共享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发展机遇，④ 也

借此超越了１９９７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的传统模式的发展极限；⑤ 它促使亚

洲各国经济利益紧密相连，加强了地缘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大大促进了亚

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推动了制度上的合作。⑥ 这对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

和国际经济关系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正如前文所述，亚洲生产网络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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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改变了这一区域部分国家沦落为边缘地带的境遇，从而大大提高了该地区

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上丝绸之路与亚洲生产网络两者的核心价值都在

于提供了 “跨越边界”的解决之道，引发了世界性的贸易与生产结构的直接

变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昌盛的时代，边界由民族和文化差异所划分；在亚洲

生产网络的时代，经济行为的边界则是企业与国界。但是，通过国际分工与

外包，生产网络跨越了企业的 边 界；通 过 中 间 产 品 贸 易，生 产 跨 越 了 国 界。

由国际分割生产形成的跨国分工网络，充分利用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要素

和产业环境的异质性，以跨国垂直分工的生产环节布局和中间品贸易方式，

突破了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和国际分工组织模式。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亚洲生产网络如能持续其边界扩展的特征，将成为

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之间的国际生产体系。然而，从目前来看，这一扩展

过程面临不少挑战与阻碍。

二、亚洲生产网络内生扩展的制约因素

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 发，亚 洲 生 产

网络不可避免地持续受到冲击，区域内和区域外的贸易和直接投资均出现下

降；２０１３年，东亚地区经常项目盈余开始低于欧盟。相关研究也表明，尽管

亚洲生产网络体系在金融危机以后复苏能力仍然强于其他经济体系，诸如区

域内最终产品消费在增长，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集聚在进一步强化等，① 但它

一直难以突破持续出现的 “锁定”现象。

首先是空间锁定，即亚洲各国参与亚洲生产网络的进展严重不平衡。亚

洲生产网络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两大地区，而东盟相对欠发达经

济体如柬埔寨、老挝等，以及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心地区的印度、孟加拉

国、巴基斯坦和斯 里 兰 卡 等 南 亚 国 家，在 亚 洲 生 产 网 络 中 的 参 与 度 十 分 有

限，几乎处在整个生产网络的 边 界 处，是 不 折 不 扣 的 “外 围 国 家”。因 为 这

种地理上的不均衡，使得亚洲生产网络更多地被称为 “东亚生产网络”。

亚洲生产网络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平衡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扩大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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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加大了区域经济整合的难度；其二，影响了亚洲生产网络在空间上的

拓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处在生产网络边界上的外围国家和地区，包括东盟

中的欠发达国家和南亚国家，从地理上看恰好位于亚洲通往欧洲的沿线上，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十字路口”。地理上的不平衡使得这些国家难以形成生

产网络沿印度洋向欧洲和非洲方向拓展的节点。

其次是价值链锁定，即亚洲生产网络从价值链上的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

加值环节的升级发展缓慢，导致亚洲生产网络的参与国家始终处于全球价值

链的低端。根据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全球价值链指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数据库的统计，日本等国家处在价值链上游，位置较高；而亚洲

地区欠发达经济体如柬埔寨和越南等国家，则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有学

者认为，中国和亚 洲 生 产 网 络 中 的 发 展 中 经 济 体 很 可 能 会 陷 入 “俘 获 型 网

络”之中，被锁定在传统产品和新兴产品的价值链低端环节。①

最后是市场锁定。尽管亚洲生产网络发展很快，使得基于国际分工的区

域内贸易，特别是中间产品贸易极为繁荣，但其内部却缺乏足够规模的内需

市场作为扩大生产和技术升级的基本动力。 “亚洲生产，欧美消费”的格局

多年来没有太大的改变，形成了亚洲生产网络对区域外部发达经济体市场的

高度依赖，导致其在应对外部市场变化冲击和贸易保护主义时显得较为脆弱。

同时，促使国际分工深化的需求在区域外，也导致亚洲生产网络在自主升级方

面缺乏动力。有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是因为其企图利用这种市场锁定，将后危机时代的美国经济结构调整 “嵌入”

亚太市场和东亚生产网络中，继续增强亚太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②

亚洲生产网络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上述 “锁定”现象，至少与下述两方面

的因素有着明显的相关性。

首先，外围国家基础设施的薄弱与投入的匮乏。亚洲生产网络的分散性

意味着其成长必然受到个别国家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影响。在亚洲国际分工

体系发展早期，日本为了推行 “雁行模式”，在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对相关

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大量投资和发展援助，这对于后来亚洲生产网络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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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到了巨大的基础和促进作用。相较这些受惠国家和地区，外围国家的经

济和文化距离都更加遥远，而产业由一个核心地区向多个外围地区转移时，

会优先向具备初始优势的地区转移，因此，这一时期发展滞后的中亚与南亚

地区难以成为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而且，生产网络的地理格局会受到区位

粘性和路径依赖的极大影响。由于国际产业布局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生产

区位一经选择，其后续发展就会被锁定，除非引发产业转移的因素比原有产

业布局的内生约束力更为强大，才能改变原产业区位选择。① 因此，在亚洲

生产网络蓬勃发展的过程中，生产网络 “以东亚为中心”的情况依然没有太

大的改变，外围国家始终未能被真正纳入其中。

其次，亚洲生产网络的分散性导致制度无法整合。在生产网络由东亚向

东南亚拓展的进程中，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区域一体化与生产网络的相互依

赖性，然而，该地区缺乏类似欧盟这样的顶层制度来统合一体化进程。为了

促进贸易与投资，以及最关键的跨境生产的便利性，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

该地区缔结了大量的区域合作组织、双边协定与自由贸易区 （ＦＴＡ），诸如

中国—东盟自贸区、印度—东盟自贸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孟印缅

斯泰经济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亚自贸区和湄公河—恒河区域论

坛等。在贸易协定方面，大部 分 国 家 和 地 区 均 参 与 了 多 个 地 区 性ＦＴＡ，在

ＴＰＰ之 外，还 有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ＲＣＥＰ）、亚 太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

ＦＴＡＡＰ）这样的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 （Ｍｅｇａ－ＦＴＡ）。正是由于这些自贸区

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覆盖区域上的交错和重叠，才形成了所谓的 “意大利

面条碗现象”（Ｓｐａｇｈｅｔｔｉ　ｂｏｗ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② 而且，从作用上来说，这些

区域合作机制的并行和重叠导致的竞争性，反而造成了制度过剩，③ 导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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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面条碗现象”（Ｓｐａｇｈｅｔｔｉ　ｂｏｗ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一词源于巴格沃蒂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１９９５年

出版的 《美国贸易政策》一 书，指 多 种 区 域 合 作 或 贸 易 协 议 相 互 覆 盖 重 叠 的 现 象。参 见Ｊａｇｄｉｓｈ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Ｉｎｆａ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Ｄｒｉｆｔ
ｔｏ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　ＡＥＩ，１９９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区域合作相关 理 论 研 究 已 经 认 识 到 国 际 机 制 存 在 广 泛 重 叠 并 彼 此 竞 争

的 “制度过剩”情况，这是由国际制度在主导性 规 则 和 资 源 上 的 竞 争 以 及 国 际 制 度 在 组 织 功 能 上 的

专门化所造成的。参见王明国：《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３年第１０
期，第４～３２页。在区域合作中，如果出现 制 度 过 剩 的 现 象，即 意 味 着 制 度 的 相 互 重 叠 和 竞 争 导 致

了各个参与方的多重签约和交易成本上升，同时 也 无 法 发 展 出 统 一 的 制 度 安 排 来 完 成 政 府 间 的 协 调

和组织，难以达到区域合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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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削弱原有政治边界的同时，又筑起了各种排他性的经济边界；在减少关

税同盟和ＦＴＡ内部交易成本的同时，又提升了不同区域合作机制之间的交

易成本；在减少内部市场分割的同时，却在按照ＦＴＡ覆盖的区域划分出新

的市场分割。总之，复杂的区域合作机制在无形之中提高了更多国家与地区

加入一体化进程的门槛。这种 “意大利面条碗”现象，可能 “阻碍了在东亚

地区形成更完整的国际分工体系和结构互动关系”。①

上述 “锁定”现象阻碍了亚洲生产网络的边界扩展，而全球金融危机以

来来自外部持续的挤压和冲击，客观上固化或加剧了这一状态。目前，亚洲

生产网络亟需推动力，在广度和深度上产生变化，以跨越自身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边界制约。广度变化意味着有更多国家进入生产网络和国际分工；深度

变化则意味着进一步实现深度一体化，促使区域生产中心的衍生和内部市场

规模的扩大。

笔者认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极大的潜力成为这一推动力，而亚洲

生产网络则有可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支撑力量，两者若能结合，并成

功地 “跨界”，将为所涉及的地区和国家带来活力和增长。

三、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推动与亚洲生产网络的边界扩展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

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② 在如此巨大的领域，如果

没有一个把要素流动、贸易与投资结合于一体的生产网络，在跨度极大的广

袤地理范围内，何以构建海上丝绸之路所必需的空间依存关系？

在国际生产中，空间的异质性渗透到要素结构、产业形态和需求层次等

各方面，国家之间、区域之间明显的互补性为多层次垂直型生产网络创造了

前提，也提供了沿价值链进行分散化生产的可能性。但是，生产网络所需要

的跨国际的最小规模的社会基础设施，对在低度一体化的广阔区域进行网络

化生产 不 能 不 说 是 一 个 严 峻 挑 战。社 会 基 础 资 本 内 在 的 不 可 分 性

（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以及由此产生的技术的外部经济，对实现上述的 “可能性”

—６３—

①

②

刘中伟：《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第１２６～１５６页。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新华社，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

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５－０３／２８／ｃ＿１１１４７９３９８６．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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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条件。① “碎片化”的投入和薄弱的互联互通，无疑与一个

具有不可分性质的基础设施支持系统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尤其是在跨文化、

跨制度的国际环境下，要解决这一矛盾会更加困难。②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罗森斯坦—罗丹 （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ｄａｎ）不 仅 观

察到社会基础资本的不可分性，而且也充分认识到发展过程存在的需求不可

分性和储蓄供给中不可分性的重要性，从而强调在时空上同时启动发展机制的

意义。“假如曾经有一个整体的、同步的大推动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ｉｎｇ
ｂｉｇ　ｐｕｓｈ）的话，那么经济史的进程可能就大不一样了。”③ 在一个更宽广的国

际空间和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关系下，大推动已经演化为一个经

济地理重塑的过程，④ 具有不可分性的空间距离、经济密度和制度分割成为

其中三个最基本的变量。经济地理重塑的过程，实质就是依托一体化的力量

化解距离、密度和分割对发展的制约：提高经济密度，例如工业园区和城镇

化建设；缩短距离，特别是缩短经济活动集中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距离，

这包括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降低交通运输成本，促进劳动力和物资的流

动；减少分割，特别是减少人为的经济边界壁垒，激励进入世界市场以获取

规模和专业化收益的行为。⑤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否对其沿线区域的发展产生 “大推动”效应，从

而助推亚洲生产网络的发展？进一步讲，能否依靠生产网络加强相关国家的

空间依存关系？一种可行的路径是，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以通过为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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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罗森斯坦—罗丹特别指出，社会 基 础 资 本 还 具 有 时 间 不 可 分 性、集 聚 性、长 期 性、关 联 性

等不可分特征。参见Ｐａｕｌ　Ｎ．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ｄａｎ，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Ｂｉｇ　Ｐｕｓｈ”，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ｒｃｈ　１９５７。

即便在一体化相 对 成 熟 的 东 盟，推 进 基 础 设 施 互 联 互 通 仍 然 面 临 挑 战。参 见Ｂｉｓｗａ　Ｎａｔｈ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ＤＢ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２２０，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

Ｐａｕｌ　Ｎ．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ｄａｎ，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Ｂｉｇ　Ｐｕｓｈ”．
从 “不可分性”提出 “大推动”理 论 不 可 避 免 地 具 有 理 论 和 时 代 的 局 限，但 是 在 讨 论 如 何

克服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困境和构建发展的初始条件时，人们仍然应该看到其内在价值。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Ｒｅｌ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５０ｓ：Ｔｈｅ　Ｂｉｇ　Ｐｕｓｈ，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ｒａｐｓ，ａｎｄ　Ｔａｋｅｏｆｆ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Ｖｏｌ．１１，Ｎｏ．４，２００６，ｐｐ．２８９－３１８。
世界银行：《２００９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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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提供地区性的区域公共产品①来满足这样的要求。这种公共产品

包括两方 面：互 联 互 通 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投 入 以 及 制 度 上 的 区 域 公 共 产 品

供给。

如前所述，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涵盖区域中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尚未真

正被包含到亚洲生产网络之中去，其原因归根结底依然在于，基础设施与互

联互通性是生产网络发展的物理基础，这一基础问题若难以解决，生产网络

在空间上的拓展就会止步不前。近年来，随着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递增，亚

洲生产网络核心 地 区 相 对 优 势 的 改 变，产 业 再 度 跨 国 转 移 的 内 在 动 力 在 加

剧，但是外围国家却依然缺乏吸引产业集聚的条件。对于国际分工而言，引

发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是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相对成本的变化，这首先就需

要对交通网络和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外围国家若想提升劳动生产

率，使生产要素相对成本发生质的改变，摆脱 “低水平均衡陷阱” （ｌｏｗ－ｌｅｖｅ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ｒａｐ），也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本同时投入到社会各个部门之中。但

是，由于金融抑制和缺乏足够的资本积累，仅靠外围国家自身难以完成这种

初始投资；而且，仅仅凭借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些国家升级基础设施的

努力也很难得到国际资本的青睐。根据世界银行２０１４年发布的 《全球物流

绩效指数报告》，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亚洲一些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全球

物流绩 效 指 数 排 名 （ＬＰＩ）均 处 在 中 下 游 位 置。② 而 阿 维 斯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Ａｒｖｉｓ）的研 究 认 为，除 了 地 理 距 离 之 外，贸 易 伙 伴 之 间 的 物 流 表 现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③ 以及互联互通能力相比关税协定对贸易成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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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区域性公共产品是从全球公共 产 品 的 概 念 衍 生 而 来 的，和 全 球 公 共 产 品 一 样，区 域 性 公 共

产品的收益扩展到区域内 所 有 国 家、人 民 和 世 代，在 区 域 内 不 具 有 竞 争 性 和 排 他 性。参 见 李 增 刚：
《全球公共产品：定义、分类及其供给》，载 《经济评论》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１３１～１４０页。如果某区

域内的国家有着共同的需求和利益，但全球性国 际 公 共 产 品 供 应 严 重 不 足 或 者 无 法 满 足 其 个 性 化 需

求，则区域内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共同设 计 出 一 套 安 排、机 制 或 制 度，并 为 之 分 摊 成 本，并 称 为 区

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由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 品 相 对 于 全 球 公 共 产 品 而 言，具 有 排 他 性 特 征，因 此 也

可称其为区域俱乐部产品。参见樊勇明： 《区 域 性 国 际 公 共 产 品———解 析 区 域 合 作 的 另 一 个 理 论 视

点》，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７～１３页。

杨怡爽：《海 上 丝 绸 之 路：重 塑 亚 洲 生 产 网 络 的 契 机 与 区 域 公 共 物 品 供 给 的 新 框 架》，载

《思想战线》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５１～１５６页。

物流表现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仅仅是指运输或者贸易便利化，还包括服务、设施的建 设、

基础设施以及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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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重要。① 如果没有对基础设施的初始投入，贸易优惠和市场准入协议对

于提升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并无太多助益。因此，在影响这些地区参与亚洲

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因素中，最不可忽视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

通能力，其欠缺会限制此地区与生产网络中心的联系。② 现有研究表明，一

国 （地区）的基础设施越好，越有利于该国 （地区）参与生产分割导致的生

产分工并融入国际生产网络，③ 而上述国家基础设施欠缺，难以发挥要素禀

赋的优势，既是它们无法深入参与生产网络的原因，又是其长期处于生产网

络外围而导致的发展滞后效应。一个地区只有被真正纳入生产网络，其经济

地理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一般性的指导原则。

构建互联互通是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斯里兰卡的

汉班托塔港和科伦坡港口城建设，联通科伦坡和斯里兰卡南部经济区的南部

高速公路、印尼雅万高铁、缅甸皎漂的深水港建设，中老、中泰铁路 建 设，

以及中远集团在 “一带一路”沿线的码头投资开发等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项目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目标是升级港口与航线，改善国家之间的

经济距离和物流状态，同时改善港口与内陆生产基地和市场的联通性，加大

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与此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中国—东

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的设立，也能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

提供解决之道。

如果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够通过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改进沿线国家的交通与物流状况，那么便有可能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缩短经

济距离，让一些原来没有进入亚洲生产网络或者进入程度不深的亚洲国家因

要素成本优 势 得 到 体 现 而 获 得 机 会，改 变 它 们 原 本 处 于 “灰 色 地 带”的 地

位，同时为加强沿线的东盟国家、南亚与中东国家以及印度洋西岸国家的贸

易与产业联系奠定基础。据研究，铁路、航空和海上运输成本每减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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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ｏｉｓ　Ａｒｖ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Ｇｒａｖｉｔｙ：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６３４７，Ｊａｎ．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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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军：《生产分割、空间异质性与空间依存关系———对东亚生产 网 络 的 考 察》，载 《财 贸 经

济》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６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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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分别促使国际贸易增加２％、５．５％和１．１％。① 亚洲生产网络早期的发

展便得益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减少了贸易成本与交易成本，② 使得各国有条

件生产与贸易更多的中间产品或零部件，从而促进了地缘关系的紧密化与区

域之间的经贸往来。中间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分散化生产、产业在许多国家

和区域的进一步集聚，也刺激了亚洲地区国际直接投资 （ＦＤＩ）的流动，进

而促进了区域内各国的专业化分工和网络内部有效运作的国际机制的建设。

而那些处于生产网络之外或者缺乏从中获利能力的亚洲国家，则难以形成附

加值扩大—收入递增—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由此，依 靠２１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路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的投入，亚洲生产网络有望再一次突破资金与

地理区位粘性的限制，在外围国家再一次实现上述过程，实现对地理锁定的

突破。

另一方面，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提供一个宏观的制度环境，③ 来

解决目前亚 洲 生 产 网 络 的 “意 大 利 面 条 碗”困 境。历 史 上 的 海 上 丝 绸 之

路———其鲜明特征是缺少上层组织和总体制度设计———显然已经不再适用于

当前的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正如格雷夫 （Ａｖｎｅｒ　Ｇｒｅｉｆ）所指出的，历史上

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安全保障、市场准入和条约体系，是商业群体自治和政

府谈判的成果，④ 如能够与政府谈判关税的商人行会、有自治权的商人社区，

以及在１６～１７世纪在丝绸之路沿岸港口被广泛施行的集体协议价格模式，⑤

它并不是市场自由竞争的产物，也不是权力机制下的垄断模式，而是当地统

治者和商会为了最大化利益进行谈判而造就的产物。从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

度看，这些离散的社群取代了政府的角色，为当时的海上贸易提供了 “一个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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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支伟、白雪飞：《服务联系成本、基础设施建设和 东 亚 垂 直 分 工：１９９２～２００６》，载 《世

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９期，第７５～８０页。

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影响国际 机 制 的 正 式 或 非 正 式 规 则 构 成 的 制 度 框 架，区 域 合 作 的 国 际

机制作为具体目标制度需要 “嵌入”到这一框 架 中 以 发 挥 具 体 作 用，两 者 之 间 的 互 动 影 响 了 推 进 机

制的建设与维持成本，以及机制本身的有效性。

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郑江 淮 等 译，中 信 出 版

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６５～８７页。

即货船商人与当地商人集体定 价 并 按 比 例 分 成，在 价 格 议 定 之 前，不 能 单 独 定 价 或 在 自 由

市场上出售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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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良好的贸易体系”这一国际公共产品。在现代，维系贸易经济体系的国

际公共产品通常会以区域合作组织和贸易协定的形式出现。像２１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这样规模的国际合作机制，显然能够在该地区提供更加稳定的国际

公共产品。

如前所述，区域合作组织交错、重叠形成的 “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已

经对亚洲生产网络的继续发展形成了阻碍。如果单纯从数量和现象来看，容

易让人质疑再增加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合作框架是 “多余”的，会进

一步造成制度拥堵和制度竞争，这正是西方质疑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

愿景与行动的理由之一。① 对此，我们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前述的区域合作组织和自由贸易协定中，区域组织多因为该地区

过于碎片化，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形态差异过大，涵盖领域有限，从而只能

起到有限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和亚洲生产网络所涵盖的主要地区至今尚未

出现一个能够促进区域全面发展的跨地区组织。从其实质上来说，由发达国

家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由于其过高的准入门槛，并不是真正的开放性的贸

易协定，其关注点也并不是通过基础设 施 建 设 来 重 塑 “密 度、距 离、分 割”

这经济地理三要素。因此，即便海上丝绸之路涵盖区域拥有如此多的国际机

制和公共产品供给者，但许多相关地区依然是这些区域化政策和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边缘地区，难以从已有国际机制中获取足够的帮助。

其次，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应当引起参与的行为主体的利益追求以及行

为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大

部分区域合作机制有效性不足。为了保证跨边界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协调

不同国家间的 国 家 政 策，这 就 需 要 一 体 化 的 深 层 形 式，即 需 要 包 括 基 础 设

施、机构、竞争政策、生产规则的标准化和协调等内容的协议，使得生产分

享活动更有保障，以减少纠纷或限制。② 要实现这些，除了主权国家的相互

协调之外，还需要一个区域性的制度环境。而对于亚洲生产网络来说，其之

所以受困于 “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就是因为生产网络在组织上的过度分散

化和分权性质导致了基层制度环境的缺失。这里的基层制度环境，是指类似

—１４—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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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公约数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以区域一体化为宗旨的区域制度，有效的沟

通协调方式或对话机制，区域安全和危机管理机制等。这既是亚洲生产网络

目前所欠缺的，也应当是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机制建设的未来方向。

显然，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机制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将覆盖的国家和

地区整合为一个同欧盟一样在政治与经济政策上高度统一的联盟，它只是一

个 “共建”的倡议。但是，通过提出 “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和 “沿线国家

的群体性复兴”这样的理念和目标，它能够为这一地区提供亟需的 “最大公

约数”。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先提供的是互联互通建设、知识传播和分享

这样一些亟需的区域公共服务，在此基础上，为了使得基础设施建设顺利推

进，更加宽泛、开放的对话平台与多元合作机制必将逐步建立起来，从而为

该地区的一体化和亚洲生产网络的重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这种形式的地

区合作作为一种可行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其发展前景比霸权和全球主义模

式更好，也更能照顾到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这也正是当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获得初步成功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和面临的挑战

无论是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亚洲生产网络，中国都曾是它们跨越

边界带来的贸易与生产大发展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也在其繁荣中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既是对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

也是亚洲生产网络重塑的契机。毋庸置疑，中国倡议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主要目的，是 “经略周边”，“与邻为善、以邻为伴”，① 与周边国家分

享中国的增长成果，为此，中国 也 需 要 “跨 界 发 展”，积 极 参 与 到 区 域 公 共

产品的供给中，让周边的国家 “搭 便 车”。这 是 理 所 当 然 的 一 个 趋 势，也 是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多元化的体现。

然而，这一点也同样容易引发西方国家和区域内其他大国的忧虑。根据

“霸权稳定”理 论，只 有 霸 权 国 家 有 能 力 和 意 愿 为 国 际 社 会 提 供 公 共 产 品。

因此，大部分贸易安排和贸易网络的建立，都是在大国主导之下进行的。而

一旦霸权国开始衰落，公共产品的供给也会随之出现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２４—

① 谷源洋：《大国汇集亚洲与中国经略周边》，载 《亚非纵横》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４６～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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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霸权开始走下坡路时，世界自由贸易体制之所以并未出现过大的动摇，

乃是因为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① 然而，在西方的惯

性战略思维中，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是直接与公共事务的主导权乃至强权、霸

权挂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些海外的评论和判断中，将２１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直接视作对美国亚太战略和ＴＰＰ的回应，或被解读为与所谓的 “珍

珠链”战略②直接关联。这些猜测确实在国际舆论和部分沿线国家中引起了

疑虑，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甚至公开声称 “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

济规则”。③

为此，在推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机制建设的过程中，更应 当 将

发展所有参与者的共容利益视为基本准则。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衰落后，沿线

许多地区和国家沦为边缘地带和灰色地带，至今仍在探索复兴之路，面临嵌

合到全球价值链和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寻找自身地位的挑战，而２１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将为这些地区与国家带来再次群体性复兴的机遇；同时，亚洲生产

网络也需要 寻 找 拓 展 边 界、突 破 发 展 局 限 的 机 遇。因 此，笔 者 认 为，以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亚洲生产网络的边界扩展提供推动力，以亚洲生产网络

的边界扩展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空间和实体依托，创造跨界

发展的新契机，就是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够为沿线国家提供的共容利益，

也是能够为参与者接受的承诺与愿景。

—３４—

①

②

③

张建新：《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公 共 物 品 供 给 的 多 元 化》，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５年第８期，第３１～３７页。
“珍珠链战略”一词是由美国的布兹—艾伦—汉密尔顿咨询公司于２００４年在其名为 《亚洲能

源未来》的报告中提出的，认为中国正在积极 通 过 海 上 布 局，通 过 投 资 援 建 等 方 式 形 成 由 巴 基 斯 坦

的瓜达尔港、孟加拉国的吉大港等一系列港口和 基 地 组 成 的 “珍 珠 链”。该 论 调 经 由 《华 盛 顿 时 报》

的报道而广为人知，并被西方媒体大肆炒作。对此，中国官方和学界已经进行了多次澄清与驳斥。
《奥巴马评ＴＰＰ：不 允 许 中 国 等 国 书 写 全 球 经 济 规 则》，新 浪 财 经，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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